
“书写”与 “言情”：历史书写和在地情怀
———读 《邹平县霍坡村志》

李宗辑

　　古人云：“乡治而国治，国治而天下治。”① 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剖析一个具
体而微的乡村，有效阐释以乡村为载体的基层社会，能够使我们自下而上更好理解中国历史发展

的脉络，村级方志作为基层社会的参考资凭有着独特意义。村志承载了一个村落在大时代背景下

的沧桑变化，是了解特定区域表征的重要手段。

我国自古以来有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古人之所以重视方志，即着眼于其存史、资政和教化等

诸种功用。宋元以后，从国家以至州县各级行政单位大多有志。村志至清代大量涌现，日臻完

备。据统计，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各级方志共８２００多种，而乡、镇、村、里志仅１６０余种②；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２０１４年，乡镇、村志出版约４０００余部。③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底，在各级
政府积极倡导、鼓励与地方文人的热心参与下，编修乡镇志、村志达到又一高潮，累计出版

５２００多部。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传勇领衔，霍永吉、张军等合作编著的 《邹平县霍坡村志》（以下简称

《霍志》）于２０１７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志为绒面精装，全彩印刷，１４卷，另卷首卷末各
一，４００余页，计４８万余字。《霍志》为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孙镇镇霍坡村的第一部完整村志，
作者希望借此全面展现霍坡村６００余年不凡历史。该书历时１０余年蓄积、打磨，体例设置、史
料辨别、遣词造句乃至图片甄选都可谓用心，贴切符合清人章学诚 “修志十议”之 “四要”：

“要简，要严，要核，要雅。”⑤ 其在剖析当代中国乡村诸面貌上别开生面，为中国村志宝库贡

献了一个优秀的文本。书成之后，夏方礼、周勇进、罗艳春、李友东等各界人士作序，对该书多

有述介。笔者有幸拜读，感触良多，不揣冒昧，拟就以下几方面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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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 “地方”的故乡与 “本地人”

地方是个人与群体和解、时间与空间交融的概念，作为 “地方”的故乡则是 “一个人生命

地图里的经纬”①。故乡是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的故乡往往追述

至 “生养”自己的乡村。乡村作为基层稳定的社群关系载体，是普通群众生活的场域，霍坡村

就是这样数以万计的乡村之一。《霍志》作者身为土生土长霍坡村人，对故乡有着强烈的情感，

他们根植于本村，着眼于国家，写作了一部融会了乡土情怀和家国关联的村志。

近年来，邀请 “域外”专业学者写作村志成为一种潮流，亦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史研究中

“每况愈下”的大趋势。“匆匆过客”般的域外学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本土化以融入当地，叙述其

历史，值得怀疑②；域外学者多是一厢情愿的解读和审评，本地人则成了 “失语者”乃至 “学

习者”，反而要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来 “再认识”本乡本土。农学家董时进认为研究乡村要到

“本乡本土”，并认为：“携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

不是真确的答案。”③ 《霍志》特点是本村人记述本村，本地人与故乡之间的联系是自然天成的，

他们领悟作为 “故乡”的诸般情形，并因长时间浸润其中，能够体悟故乡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秘

辛，能够知道霍坡村 “真确的答案”。

“谁的故乡不在沉沦”，当代中国乡村正面对 “千年未有之变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正在打破传统中国城镇与乡村间的内在平衡，冲击着那些对国家发展 “无足轻重”的乡村，

霍坡村也不例外。乡村快速衰败和消亡是促使 《霍志》作者产生危机意识并加紧撰述村志的重

要外因，他们希望借由此举呼唤村民内心因 “世界化”而已然沉睡的 “地方”意识，为故乡及

其文化的存留作出自己的贡献。“故乡”作为一个特殊存在的符号，一种历史元素和文化背景，

本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回想与之相关的一切，更有甚者将其付诸笔端。《霍志》作者无疑属于后

者，作者之一霍永吉在响应国家政策之外，更感于故乡历史当为村人铭记而于花甲之年操笔写

作；又有本村人张传勇这一专业出身者主事，有效弥补了非专业学者追寻历史内在真实性的缺

失，更对村志内在精神的整体把控上有了一个相对长远的视野和根源性的认知。

《霍志》的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作为部分 “历史现场”的亲历者或其后代，这种与生俱来

的优势，让他们没有因背景不同、期望不同或目的不同而造成的诸多思想困境④，容易与乡村

“对话”“沟通”，最终达到 “心与古人游”的境界。他们不必承受村人 “异样眼光”，堂而皇之

的 “登堂入室”，以真正聊 “家长里短”来采访史料、记录历史，从村内部开展调查与研究，如

同费孝通所说：“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 ‘眉目传情’，我们 ‘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

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⑤ 《霍志》作者深刻认识和把握本地文化，很多

方面都体现了近密性的优势所显现的独特地域气质，比如看到秘藏的各家族谱，比如拍摄一些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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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礼仪，比如走访特殊时期鲜为人知的过往，等等。本地人以 “在地”情感细致入微的刻画，

必然会令读者在各方面感触颇多、记忆深刻。

二　“写作”———不讳表达和灵活表述
“写作”即 《霍志》的编纂精神和技巧。大抵可从两个方面理解：直言不讳的表达和灵活的

谋篇布局。一方面，“直言不讳的表述”即方志编纂中书法不隐，此为我国古代治史者所强调，

是中国历史书写者所应拥有的精神。中国史书的 “直书”精神一直在 “客观历史之真”“道德需

求之真”以及 “伦理情感之真”三者之间交互影响，因而完全意义上的秉笔直书是很难做到的。

王立新则指出部分当代学者过度的 “现实关怀”，“放弃了中立立场和对客观性的追求，试图操

纵过去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利用历史书写来争取群体利益和促进政治议程，导致历史研究中实用

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①，历史编纂或书写为人所利用，离历史的本真越发遥远。类似这种以自

身主观需求来织就 “历史”、操纵话语权的行为，在当代中国村志的编纂中也屡见不鲜，因而如

何处理主观需求与史书写作关系，是考验修志者能力的重要指标，亦是一部村志成功与否的重要

考量依据。《霍志》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作为在地的文化人，《霍志》的作者看待乡村、审视过

往时，更多秉持了 “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精神。

首先，克服了虚假、浮冒、攀附等弊端。《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康熙 《杏花村志》编纂者

郎遂有为所在村冒滥附会以自矜的嫌疑：“（杜牧诗）盖泛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岸、芦荻洲耳。

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

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盖亦志乘之结习也。”② 此类 “结习”于当代亦不

在少数，为有识之士所不齿。《霍志》作者在书中并未给本村 “攀附”历史，而是实事求是的依

据本村较早的霍氏世系推算本村建立 “当在明中叶前后”，而 “持续记忆”则始于清末。③ 这也

造就了村志略古代详近现代的整体写作风格。该志 《文献志上·文章》内特收录张传勇 《霍家

寨辨》一文④，实欲将霍家寨与霍坡村 “同地异名”问题作一番考证辩驳。他认为元代已有的

霍家寨并非是霍坡村，这与本书反对浮冒、攀附的编写思想想一致。

其次，对于 “国家—乡村”间互动、利弊均有涉及。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行政区划的调

整和国家权力的下渗，中国基层社会由传统时代的相对独立，显现出行政的 “细胞化”⑤。政府

的影响在基层社会愈发清晰，乡村已经表现出国家权力 “下县”后的态势。很多村志在修撰过

程之中，采取 “让国家走开”，仅记述村庄沿革和自身发展，至多加上些隔靴搔痒式的官话，这

在某种意义上使得 “国家”变得不真切，似乎乡村的安乐和曲折都与国家无涉。《霍志》让霍坡

村 “重返”国家之下，以乡村社会为立足点，反向理解国家机制，在国家发展的宏大背景中展

现乡村的悲欢离合。当然，很多时候 “霍坡村”们仅仅是一个个普通的乡村，如若不发生重大

事件，只是中央政府 “普遍关怀”下的一员。但 《霍志》作者明显了然 “国家—乡村”之间

的紧密关系，对于一些问题亦有足够着墨，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记载颇可称道，如

介绍合作化时期 “兴修水利”： “１９５７年冬天，在 ‘人定胜天’思想鼓舞下，刮起了共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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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水利建设的高潮。……由于人们头脑太热，没顾上质量，能出水的寥寥。”① 卷１１《前事
志》中 《三年灾荒》为我们展现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普通山东乡村的真
实面貌。② 再如记载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造反派掌权后村内的混乱状况：“私人进行投机倒

把活动，倒卖上级分配给生产队的化肥，获高利后，用以挥霍。无视财会制度，集体账目混

乱。侵占集体财产，假公济私。安排自己人担任保卫，监守自盗。”③ 另外，《前事志》还专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大事记”一节，多以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村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志书内容
再现了百年间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疏离、调适与融合，是我们自下而上纵向感受中国社会机

制内在发展的重要路径。

最后，作者力求秉笔直书，批评当地 “恶人恶事”。有私人问题但大节无亏者，隐姓或埋

名，像有历史问题的 “霍某某”等。④ 助纣为虐，构乱家乡者，直书其名其事，如任职汪伪政

权、频造惨案的霍永图，为非作歹、祸害乡民的高士春等人。⑤ 于此，作者解释道：“一村一庄，

人人熟识，倘记恶人丑事，易被对号入座，引起争论，影响团结。故此，本志所记以积极面为

主，负面人物、事件，除非已有定论，否则慎之又慎。即有定论者，除非罪大恶极，通常不以全

名出现，作某姓某某云。”⑥ 这些人物的记录体现作者通过内省来追求历史的本真。

另一方面是 “灵活的谋篇布局”，即方志编纂中写作技巧的运用。方志作为 “纂辑之史”，更

多是对已有史料的汇集、整理，《霍志》亦不例外，其采取了传统方志诸多体例中的 “纲目体”，

可说是 “宏纲细目，包括靡遗”。美中不足的是，其最大的缺点是 “支离割裂，有如类书”⑦。各

类资料按其内容分插进各相关纲目之下，化整为散，致使读者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 “支离破碎”，

因此作者 “以志体为本，参以史体”，力求均衡。作者吸收传统志书优点，以 “见 《××》”的方
式帮助读者将那些较为零散的资料串联起来；或有意识地在各级纲目标题的设置上提醒读者对有关

内容 “瞻前顾后”，进行组合理解。笔者仅以水患为例，进行尝试性整合解读。

霍坡村处于平原洼地，过村的长白沟与杏花沟两河常常造成水灾，村民饱受其害。村书记夏

方礼 《序》中开篇坦言：“十年九涝，盐碱遍地，造成了我们祖祖辈辈持续的贫穷，压得我们抬

不起头来。”作者在 《述要》中也说 “水患之于乡民生计，影响至深且巨”。这种情况促使 《霍

志》卷１１《前事志》中首列 《水患》一目，突出其 “至深至重”的地位，还特意强调清代档案

内记载山东水患 “倘有邹平，多举霍家坡”，颇有霍坡村因水患而 “著名”的意味。水患不仅成

为本地居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阻碍，也成为本地与周边地区相互仇视的重要源头。每当水灾之

际，村民必定相互联合保卫家园；而上下游村庄往往偷扒别村河堤以求自保，就此产生冲突。其

间，为争取本村利益，涌现了像霍立桐、霍立杨和霍立莱这样的护村人物，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

渐成为具有神奇色彩的当地英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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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言情”———在地情怀与巧妙泄情
“情”为心声。尽管章学诚提出的 “志属信史”“志乃史体”论断一直为学界奉为圭臬，但

是方志与其他史书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史书一样追求客观性的同时，方志有时也不排斥作者

流露某种情感。笔者以为该志 “情”体现在 “在地关怀”和情感流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强

烈的 “在地关怀”是作者情感上的主要诉求。相比于那些 “旅人”般域外学者的短暂驻留，生

长于斯的人对 “本土”有着更切身感受。“家是地方的典范，人们在此会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

觉。比起任何其他地方，家更被视为意义中心及关照场域。”① 这种地方感是乡土情谊最重要的

表达，促使作者关注本村特有的家庭关系、阶层结构和社会风貌。于此，作者不仅能够寻找到

“真确的答案”，还能发现不为外乡人重视的吉光片羽，为霍坡村找到属于其自身独特的精神气

质和文化坐标。

首先，重视对普通民众的记载和研究，体现作者现实的社会关照。村志的基层社会属性导致

其在写作中重视作为个体的村民，他们的历史记忆部分成为村志内容的直接来源。但是，部分乡

村研究不能贴切地描绘乡村生活的实际面貌，正如史景迁曾批评：“当人们真正从事地方性研究

时，他们的焦点并不集中在乡村地区自身，而是因为那些地区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再

不，就是因为当地经济条件的利益和多样性，以及社会组织的历史复杂性。”② 《霍志》凭借参

修人员的优势，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难题，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将霍坡村和 “她”的居住者作为关

照场域和研究中心。如对人物的记述并不仅仅停留在耆老、乡贤、达官显贵等精英层面的扁平刻

画，亦重视有血有肉的 “小人物”，如残障人士王红军、守护痴儿的霍永亮，这些 “小人物”因

作者注目而得以录于志书。也正是因这些普罗大众的琐碎事，才构建起一个完整并真实的霍坡村

图景。此外，该志将古籍、档案、民间文献和田野考察记录相融汇，尤其重视对 “亲历、亲见、

亲闻”材料的使用。作者除在 《霍志》中设专卷收录此类资料外，还以某某说、某某回忆的形

式分载于各个篇章，希望存留鲜为人知的史事或传说。如 《霍立莱传奇》乃依霍永吉和霍永正

二人所言编成，《海市蜃楼》是村人王永图亲见。③ 据马姓老人口述史料记叙了 “四清”工作组

在霍坡村的活动。④ 又如由 “大串联”进北京的李秀美所自述的 《“大串联”进京》。⑤ 凡此种

种，都让我们对历史细节有了更多了解，也有助于观察不同时期的 “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和生

命体验，以及地方和国家是如何在日常民众语境中被提及和理解的。

其次，地方风俗设置专卷专题进行介绍。“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为 “人类遗

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⑥，亦可体现 “社会变迁的绵延性、历史在

现实中的回归性”⑦，更是区域社会内部人人认可的共有表征。《霍志》作者特设 《风土志》记

录地方风俗：进行大量采访和实物搜集，积极存留本村或本地特有的日常生活 “细节”，展现民

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加上张传勇本身研究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从专业经验出发解读此类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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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这一部分写得充实立体，达两卷９０余页。这为我们一窥霍坡村地方信仰、神癨传说和仪式
特征等的 “特殊性”“差异性”提供了重要资料。卷８《风土志上》载 《习尚》一目，将以往被

各方志中民俗部分忽略的 “民性”予以强调①，记载村民性情与好尚，并附 “秕习”直指村民

存在赌博等恶习。② 《风土志上·交往》中记载乡村人情往来，对不同身份、年龄者有不同的要

求，还提到 “钱物馈赠讲究平衡”③。这些有效诠释了霍坡村内部的 “社会联结”。又如卷 ９
《风土志下·方言俗语》中，作者以 “啁”字 （音 ｚｈáｏ，意为嘲弄不说家乡话者）入题，从读
音、语式和词语多个角度，述及乡音大概，如做官 （ｇｕāｉ），肚脐称为不渠等等，表达了 “乡人

重乡音”的主旨。④ 通过这些风俗的介绍，本地人可探寻自己的记忆与自我的故乡意识，其他读

者也易于 “进入”霍坡村，领略 “在地”的风俗趣味，有效理解霍坡村文化。

最后，图文互证，补文之未尽的有效使用。我国古人已重视图像与文字的配合使用，明人王

圻言：“图绘以勒之于先，论说以缀之于后，图与书相为印证。”⑤ 具体到方志用图，章学诚则

道：“山川宫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从有象而入图，必当作对面观而始肖也。……有形之

物，如鉴照影，对面则互易也。是图绘必然之势也。”⑥ 当代学者则认为各类图像资料作为一种

视觉经验，在历史研究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一切图像皆 “情语”，《霍志》作者希望保存

霍坡村的独特之处，图像的使用势必不可或缺。得益于科技的发展，各类彩色照片排版于村志

诸篇章之内，为观察这一 “差异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些当代人尤其是城市人颇不熟悉的

器物，如袜撑、蒲囤子、咕咕炉子、垛篓等，均以照片存录，显现出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也

成为后世子孙了解过往真实情况的重要材料。⑦ 这些被固定的时光具象，尽管在外人看来都多

少有对现实 “断章取义”的意味，但是本地人一定能从这些图像中感受到强烈的地方现场感和

时间感。凭借图像对往昔社会节点的再现，增强了文字的感染力、强化了带入感，构筑成本地人

的共通情怀。

另一方面，作者情感的得当处理。前文述及 “本地人”撰写方志时存在着种种好处，但势

必存在一定问题，如清人钱泳所云：“邑人而志邑事，则又亲戚依倚，好恶纷沓，必至滥收。”⑧

村志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或阅读者）倘若表现为后者包含前者时，他们身处本区域氛围之中，

编写内容看似理所应当，实则不自知其固陋，如此定会严重影响村志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村人

自书村志若要 “求真”，首要因素是作者界定抱着何种情感来写作村志。有别于前文的 “在地情

怀”，此处可归为作者个体的自主意识。域外学者是带着自己的文化立场进入 “本地”，这种立

场多是超然于 “本地”，他们没有本地人在故乡中寻求故乡依赖和自身定位的迫切，没有这种自

主意识似的 “负担”，即那种长期沉浸于熟悉环境中形成的内化于本地的 “自我”身份，一种对

故乡的虔敬感。这类 “虔敬感”一如 《霍志》扉页写的：“谨以此志献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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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种个人虔敬感作者是如何表达的呢？笔者将目光集中在

本书主要编写者张传勇身上。

诚如前文所说，《霍志》编写中不难看出张氏有意识地以学术研究高度，用社会科学的方法

对文本加以处理和解读，整个村志中既有本地人情感依附的自发又有学者眼光向下的自觉。在

《编后记》中，他写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编写一部以基层建制单位命名的志

书，注定是一项集体 （组织）行为，以私人名义撰写，几乎不可能。不但难以开展工作，自身

也有可能卷入不必要的纠纷。但基层组织修志，也有不利的一面———易受主事者意志左右，将志

书修成宣传册或个人史。……书记全力支持修志，亲自编写材料，并对志稿严格把关，确保了志

书的思想正确和公正公平，为村志编修做出重要贡献。”① 不难看出，张氏对故乡有着自己的认

知和评价，也显露了作为志书作者与各种权力间的微妙关系，这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文本的叙述及

其表达方式。张传勇面临的内心纠结应是求真的志业诉求和曲笔的乡人情感，卷首 《例言》说：

“对于敏感话题，亦淡化处理，或隐而不书。”② 为尽量减少 “曲笔”，作者对某些问题采取了审

慎处理，显现了其情感和理性的调和。

夏方礼 《序》言： “这本志书是按照传勇的理解编写的，村委做了最后的审定和把关。”③

所谓 “传勇的理解”，我们更多的看到是作者的 “直书其事” “述而不作”，但是细细寻觅，我

们尚可以找到作者情感的蛛丝马迹。作者的情感宣泄是文本可读的一个重要因素，刘熙载说：

“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④ 《霍志》 “不言”并非简单的 “沉默”，

而是张氏将情感 “埋”入志书内，以 “意外之声”进行阐发。阅读 《霍志》可以发现，书中以

各种方式零散出现的 “弦外之音”都在流露他的态度与情感。此外，作者并未再做过多强调，

或许另有深意。

如对于污染问题，卷１《地理志·环境》中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界，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作者先写了记忆中的霍坡村：水质澄澈、绿意盎然、蛙鸣虫跳。而８０年代以后至２１世纪
初，随着大批污染型企业入驻周边地区，“一切离乡民渐行渐远”，污染严重、庄稼枯萎、百姓

受害，作者感情不言自明。⑤ 更为明显的评价，像卷７《文教卫生志·旧物》，作者于结尾按语：
“修志期间寻访旧物，每有令人扼腕之事。……诚愿我霍坡父老，珍视旧物，保护父祖手泽遗

物，为子孙后世留下霍家坡的历史记忆，留住霍家坡的文化根脉。”⑥ 卷１４《杂志·遗事》子目
《护庄》中按语：“近百年来，对霍家坡有保全、再造之功者，莫若张本泉、石友山二人，舍此

二人，乡人要遭很多外来伤害。”⑦ 熟谙的人物和凝固的记忆协同构筑了作者与本地读者的情感

互通——— “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借此向本地读者传达他对故乡某些人物、事情的态

度，读者亦能体味出个中深意。这些 “不经意”的情感流露，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叙事的空隙，

使文本不至于流于表面，而有着更深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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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除对 《霍志》的诸多肯定外，笔者以为志书尚有部分值得进一步

讨论之处。比如，自古至今，地方志纂修者都遵从 “现存之人，例不入传”的共识。《霍志》将

一些在世者 “据实录入”，虽从入传标准来看，这些人都在自己所属领域内成就卓异，似应保

留，然而可能对本志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又如，《霍志》给人以强烈传统方志之感，但方志的

编纂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和时代性，新志书应结合本地所处时代特征对传统志书体例、门类和内容

加以革新。《霍志》借鉴传统，篇章设置沿袭卷、纲和目，造成题目安排上稍显交叠，内容为符

合卷目设定而有削足适履；亦未能凸显霍坡村在邹平县、滨州区域中的地方特性和编纂当有的时

代特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志本有体，志无定体。”以上对 《霍志》理解的诸面仅是笔者

的个人浅见，未必能如实、全面反映本书的价值和贡献，期待有识之士对 《邹平县霍坡村志》

展卷研读。

熊培云说：“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

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① 《霍志》使我们观察到大时代变迁中的一个乡村发展历程。

地方志当 “贵在史识，重在致用”，作者将史书、档案与田野调查结合，并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写

成的 《霍志》，展现了近年来方志纂修发展的新趋势———专业学者和地方文人将古籍内钩沉的历

史记述和田野调查后形成的鲜活资料整合转化为文本。这些文本内容又通过当地人的阅读与传播

融入到传统的 “历史记忆”之中，最终融会为这个时代人的 “历史记忆”，使得本地人学习本地

历史外，又增强对故乡的地方认同，亦对学界深化地域社会的认识不无助益。就此来看， 《霍

志》当是成功的。

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 “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②。这种无休止的

对话亦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评价体系和自我认知结构不断更新或提升。 《霍志》的面

世，让更多人有机会关注或重新认识霍坡村，他们定能为村志作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料，丰富

作者的认知，相信在今后霍坡村人会写出更为全面、上乘的村志。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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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自序：我的村庄我的国》，《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页。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２８页、第５７页。


